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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之学的余响：
钱基博、钱钟书父子清代诗文研究述论

蒋润

摘　要：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秉持 “集部之学”的理念治清代诗文，此理念以别集为中

心，重心在作品本身的讲读研究，着重辨析诗文之源流正变与各家异同得失。钱基博关

注之重点在清代文章，对桐城派尤多创见；而钱钟书关注之重点在清代诗歌，他的研究

成绩多可见于 《谈艺录》及其笔记手稿。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钱氏父子均深受 “集部

之学”的影响：钱基博虽有文学史编纂的尝试，但未能摆脱传统文苑传及诗话文评著作

的影响；钱钟书学术视野贯通中西，但在方法上更注重 “文学批评”，其阅读趣味和批

评方式均有着浓厚的个人色彩。钱氏父子 “集部之学”的研究方式，虽有助于他们对清

代诗文的关注，却与新兴 “文学史”研究范式颇多扞格，其中呈现出的传统文学研究理

念与新兴研究范式之间的互动，是近现代学术转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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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 “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现代学者，在研究清代文学时，更关注白话小说而非诗文，因此

清代诗文虽然数量巨大，但问津者寥寥。其时董理评论清代诗文者，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可谓独

树一帜，涉猎甚广，研究颇深。但是学者们在梳理清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时，对钱氏父子成果的

关注却不够充分。究其因由，在于他们所代表的 “集部之学”与现代 “文学史”范式的扞格。本

文即试图在论述钱氏父子清代诗文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 “集部之学”与现代 “文学史”范式的

互动进行初步的考察。

一、钱基博文学研究的思想背景

钱基博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即熟读经史，以精擅古文而闻名，对文章之学有独到的见解，其

著作亦涵纳四部，旧学功底十分深厚；他的青年时期正处于晚清民国的递嬗时期，新的思潮与新

的文化纷纷输入，他很早就读过 《天演论》，对生物学与自然科学兴趣浓厚，因此，又非抱残守

缺之冬烘先生。这一旧一新两种传统交汇在钱基博身上，构成了他文学研究的思想背景。简而言

之，钱基博文学研究的思想背景是由古典的 “集部之学”与新兴的 “文学史”思想交织而成的。

中国传统学术之分类根基于图书目录之分类，在 《汉书·艺文志》的 “六分法”中只有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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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略”，而没有集部的名称。到了魏晋时期，“六分法”渐渐变成 “四分法”。《隋书·经籍志》遂

以 “经、史、子、集”为四部分类，集部所收多是文集辞章，钱基博论集部源流云：

吾则谓文学分而文集之名起。两汉以前，文学者，学术之总称……逮两汉以后，文

与学始歧。六艺各有专师，而别为经学矣。诸子流派益多，而蔚为子部矣。史导源于

《尚书》《春秋》而史部立矣。文章流别分于诸子，而集部兴矣。经史子集，既分部居；

而文之一名词，渐为集所专家有。［１］

据此，所谓 “集部之学”，是以 “文”为核心的学问，可以理解为立足于诗文集的辞章之学。

钱基博在反思自己的学术研究时，常以自己的 “集部之学”为傲，他在 《钱基博自传》中说：

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自谓集

部之学，海内罕对。［２］

在 《读清人集别录》中，他对自己的 “集部之学”有更详细的阐发：

近人侈言文学史，而于名家集，作深刻之探讨者卒鲜！余读古今人诗文集最夥，何

啻数千家；而写有提要者，且不下五百家。唐以前略尽。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

六朝文》、邑人丁福保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及清修 《全唐诗》、 《全唐文》，通读一

过，人有论评；而于其人之刻有专集者，必取以校勘篇章，著录异同。儿子钟书能承余

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

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

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３］７７３

钱基博提倡 “集部之学”，与他好读集部之书关系密切［４］①。他广泛阅读古今诗文集，且多写

有提要，自陈 “唐以前略尽”，可见他的 “集部之学”是以诗文集为研究核心，而其研究的方式

则是由 “校勘篇章，著录异同”这样的文本工夫进而深入到 “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

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的学术脉络梳理。“章氏文史之义”，即章学诚所提倡的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之精神。据王绍曾回忆，钱基博教授古文，往往以 “辨析文章的源流正变和各家异同

得失”为重点［５］②，这正是他 “集部之学”的反映。

与 “集部之学”不同，“文学史”（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是一个舶来品。１９０４年前后，为了配合

京师大学堂和东吴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林传甲和黄人分别撰写出 《中国文学史》，算是 “文学史”

进入中国的先声。随着新学制的确立和民国教育部的推动，“文学史”课程 “在大学、师范院校

乃至中学蔚然成风，校园之外，就连一些地方上举办的短期学习班，也会开出这类题目”［６］。

１９１３年，民国政府发布 《中学校课程标准》，将 “中国文学史”列为国文第四学年之课程。钱基

博于是年出任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国文、历史、理科教员，１９１５年又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

文教员，１９１７年转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同年，他写下 《中学校教授中国文学史

之商榷》，谈到中国古代总集、别集、文苑传等体裁的缺陷，认为不利于初学者了解文学之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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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舜徽在 《壮议轩日记》中曾提到：“（钱子泉）先生自言居湘四载，读书三千六百册，亦云富矣。此翁治学之
勤，余生平所仅见。自朝至晚，不离几案，手披口吟，每书皆有提要，信非易易。然其病在滥杂而无别择……

故其所学只在集部圈子内周旋耳。”参见张舜徽著、周国林点校：《壮议轩日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１２６页。

王绍曾在 《钱子泉先生讲学杂记》中曾提到：“我在国专，曾经听三位先生讲授古文，讲授的方法各有特点……

钱先生讲授正续 《古文辞类纂》又别开生面，把重点放在辨析文章的源流正变和各家异同得失上。”参见傅宏星：
《钱基博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４页。



与流变，而文学史应是 “评究古今文字流别，而索其渊源之事也”［７］。他又阐述中学校开设文学

史课程之初衷云：

推立法者之意，岂不曰学子于国文一科，自升学已迄中学第四学年，讽读古今名家

文字略遍，于此统合平日所已诵习，为之指证流变，别白不同，自能豁然贯通，如土委

地，容易致力乎？然则所为必授学子以文学史者，岂惟是辨析古今流变，使记作者姓名

而已哉。固将俾之深稽古人之体势，揆其得失利病所在，以便择善从事也。［７］

在钱基博眼中，“文学史”与具体作品的讲读欣赏是一体的，立足于具体作品的讲读欣赏，

再来指证流变、别白异同，方能起到 “文学史”的作用。随后，钱基博陆续撰成 《现代中国文学

史》及 《中国文学史》等书①，其对 “文学史”这一新兴体裁的接纳之心昭昭可见。我们可以这

样归纳：钱基博的 “集部之学”注重文本的分析与研究，而其 “文学史”则更注重历史的梳理与

归纳。

虽然钱基博一直在尝试文学史的写作，但他的文学史理念和著作与同辈时流均有不同。陆侃

如批评钱基博的方法论 “是从史、汉笔法中揣摩出来的文学史方法论，对于文学的研究稍有常识

的人都能看出这方法论的是非”［８］，指其以 “新瓶装旧酒”，实际上于文学史的体例并未领悟。钱

氏的文学史著作确实不能脱离传统文苑传及诗话文评的影响，在他 “文学史”的框架里面，仍是

传统的 “集部之学”。他反感时人唯知探讨文学史，而对名家诗文集少有深刻探讨。正因如此，

钱基博在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中，便不厌其烦地摘录具体的作品，这种对作品本身的敏感与重视，

正是其 “集部之学”的体现。

在早期的文学史著作中，清代诗文较少为人问津。因为文学史注重的是历史的流变，以时段

或作者为单位，在 “一代又一代之文学”的进化观念下，时段既在最后，又鲜有显赫作者的清代

诗文，便常常被忽略，即使被著录，也多较简略，仅以保证通史的完备而已。确实如钱基博所

说：“近人侈言文学史，而于名家集，作深刻之探讨者卒鲜！”［３］７７３ “集部之学”与文学史不同，

它注重的是作品本身的讲读研究，以诗文集为单位，中心在诗文，而非文学史所重视的小说戏

曲。以作品本身为重点，则重视风格的承继、辞体的流变，可以更细致地探讨一代一家文学的特

色及流变而不受固定框架的限制。钱基博的清代诗文研究，便是在这种新旧交融的思想背景下进

行的。

二、钱基博的清代诗文研究

钱基博对清代文学一直都很关注，其关于清代诗文的研究成果，现在可见者集中于 《清代文

学纲要》和 《读清人集别录》。前者是文学史类型的著作，而后者则是传统的书目提要式著作。

以下即围绕这两篇著作来论列钱基博的清代诗文研究。

（一）清代文学之鸟瞰：《清代文学纲要》

《清代文学纲要》最早出现在１９３３年出版的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 《编首》之中［９］２５－３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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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 《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更清楚地表述了自己对 “文学史”的定义：“文学史者，所以见历代文学之
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
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参见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第５—６页。



来被石声淮等以 《清代文学纲要》的题名编为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的附录［３］７６７－７７２。

在这篇 《纲要》中，钱基博主要梳理了清代文、诗、词的发展流变。清代文章溯自归有光；

进而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继起；别分为阳湖派，阳湖派承接桐城派之古文传

统，而由汉魏六朝入，自张一军。当桐城派所提倡的古文渐趋衰庸时，李兆洛、阮元等人又倡偶

俪之文，汪中亦以骈文见长，这便是仪征派。至晚清曾国藩以汉赋入古文，才又使桐城派古文振

起，曾国藩及其弟子被钱基博称为湘乡派。

钱基博对清诗的梳理，以唐宋诗之争为线索。他于清初首先标举王士祯，以为 “肇开有清一

代之诗学……清诗之有王士祯，如文之有方苞也”，因为王士祯标举 “神韵”，一反清初人 “颇尚

宋元”的风气；于清中叶则推沈德潜、袁枚、翁方纲，认为他们分别用格调、性情、肌理来矫正

“神韵说”之弊病，至舒位、孙原湘复自韩愈、黄庭坚入杜甫，学宋诗的风气再次兴盛。在清诗

部分，钱基博颇为得意的是对 “桐城之诗”的考察。他认为，晚清宋诗运动实际上受到了桐城派

的影响。他指出，姚鼐作诗，提倡由韩学杜，“已开晚清同光体之先河”。在 《现代中国文学史》

后附 《四版增订识语》中，钱基博云：“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则是桐

城之文，在清末虽久王而厌，而桐城之诗，在民初颇极盛难继也。”［９］４４０钱基博将此视为自来未经

人道，而由他特拈出的创见之一。对 “桐城之诗”的发现被钱钟书所继承，在 《谈艺录》中有更

深入的剖析。当代学者盛称钱钟书对 “桐城诗派”的研究超前、独到①，其实已由钱基博发其

先声。

清词号称复兴，钱基博梳理清词发展，以浙西、常州两派之消长为脉络。他评价厉鹗云：

“词家之有厉鹗，如诗之有士祯”［３］７７１；论常州词派云：“词之有常州，以救浙派俳巧之弊，犹之

文之有湘乡”［３］７７１－７７２。在词派之外，他特标举出纳兰性德、项鸿祚、蒋春霖三人为本色当行之词

人。他称纳兰性德 “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３］７７２；云项鸿祚 “浙中填词为姜、张所缚，百

年来屈指惟项鸿祚有真气耳”［３］７７２；对蒋春霖，他则引谭献之说以 “倚声家杜老”［３］７７２称之。

钱基博精擅古文，在论述清代文学时，以论文章流变最为亲切，论诗亦有创见，尤其是对

“桐城之诗”的发掘。论词则非钱基博所长，他的评论多袭取谭献 《箧中词》评语，而非深造自

得［１０］。《清代文学纲要》本来只是一篇 “文学史”大纲类型的作品，篇幅又不长，所以但求勾勒

出一代文学之发展与流变，并未有细致的分析，不过从其中论诗文的一些创见来看，还是可以看

出钱基博对清代诗文的熟稔。

（二）桐城派之研究：《读清人集别录》

在清代诗文的版图中，桐城派声光赫赫，钱基博长于古文，因此对桐城派文章寝馈至深。１９２５
年，钱基博在 《弘毅月刊》发表 《〈古文辞类纂〉解题及读法》中列 “《古文辞类纂》之前因后果”

一节，对桐城派的渊源流变进行了梳理。他极不满时人对桐城文章的蔑视，高倡：“桐城派之起，

所以救古典文学之极敝也！”［１１］钱基博认为桐城派承明归有光余绪，崇尚雅洁，由韩、柳、欧、

苏以溯秦汉，改变了明代以来有意雕琢诘屈的习气。这是从文学史的视野为桐城派所做的定位。

而钱基博对桐城派文章的细致研究，则有赖于 “集部之学”的手段，即钱氏之 《读清人集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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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蒋寅云：“近代以来，论桐城派一向只谈其古文，很少涉及诗学，钱钟书的这一番发掘，使 ‘桐城亦有诗派’

成为桐城派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经历半个多世纪，我们重新审视桐城派的诗学，仍不能不佩服钱钟书见识
之超前、之独到。”参见蒋寅：《钱钟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６２卷第２
期，第１０１—１１０页。



１９３６年，钱基博任教于光华大学期间，开始陆续在 《光华大学半月刊》上发表 《读清人集

别录》。其前有序，阐述自己的 “集部之学”，已见前所引文。在序的末尾，他道及撰作此别录的

因由云：

近代姚鼐、曾国藩、张裕钊、吴汝纶咸能文章，而罕知流别；又乏深沉之思；即如

桐城为一代文宗；而桐城三家于古人文得失离合之故，及三家之何以自为不同；即四人

集中，亦未能辨白言之。又如吾常州人好张阳湖，而阳湖恽、张之何以不同于桐城三

家，究亦莫明所以也！同学有以为问，遂刺取所记，写付校刊，以昭流别而备考

论云。［３］７７３

从中可以看出钱基博对桐城派流变的关注。在 《读清人集别录》中，他著录了清人诗文集二

十一种 （见表１），皆采用传统书目提要的方式，在每一别集下叙述其版本源流、作者生平以及文

学特点，末尾又详细采录他认为值得诵读的篇目。他的研究理念有二：一是 “近人侈言文学史，

而于名家集，作深刻之探讨者卒鲜！”［３］７７３；二是 “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３］７７３。其基

础在于对名家集的深刻探讨，其旨归在于辨明各家的渊源流别，在书目提要中又隐含有文学史的

特点。

表１　《读清人集别录》著录清人文集

序号 别集名 作者 序号 别集名 作者

１
《望溪先生文集》十八卷、 《集外文》十卷、
《集外文补遗》二卷

方苞 １２
《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四卷、 《二集》四卷、
《言事》二卷、《文稿补编》一卷

恽敬

２ 《集虚斋学古文》十二卷 方楘如 １３
《茗柯文初编》一卷、 《二编》二卷、 《三编》
一卷、《四编》一卷、 《补编》二卷、 《外编》
二卷

张惠言

３ 《刘海峰集》十九卷、附时文三册 刘大櫆 １４ 《养一斋文集》十九卷、《补遗》一卷 李兆洛

４
《惜抱轩文集》十六卷、 《文后集》十卷、 《诗
集》十卷、《诗后集》一卷、 《诗外集》一卷、
《尺牍》八卷

姚鼐 １５ 《龙璧山房文集》五卷 王拯

５ 《中复堂全集》九十八卷 姚莹 １６
《经德堂文内集》四卷、《外集》二卷、《别集》
二卷、 《经籍举要》一卷、 《汉南春柳词》一
卷、附 《梅神吟馆诗草》一卷

龙启瑞

６
《柏枧山房文集》十六卷、 《续集》一卷、 《骈
体文》二卷、《诗集》十卷、《续集》二卷

梅曾亮 １７ 《怡志堂文初编》六卷、《诗初编》六卷 朱琦

７
《因寄轩文初集》十卷、《二集》六卷、《补遗》
一卷

管同 １８ 《邵位西遗文》一册 邵懿辰

８
《刘孟涂诗前集》十卷、 《后集》二十一卷、
《文集》十卷、《骈体文》二卷

刘开 １９ 《寓庸室遗稿》一册 余坤

９
《仪卫轩诗集》五卷、 《文集》十二卷、 《文外
集》一卷

方东树 ２０ 《柈湖文集》十二卷 吴敏树

１０ 《梅崖居士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 朱仕琇 ２１
《移芝室诗古文合编》（内 《诗》四卷、《古文》
附 《家传》一卷）

杨彝珍

１１ 《太乙舟文集》八卷 陈用光

《读清人集别录》中所著录之作者多属桐城派，因此可视作对清代桐城派文学的专题考察。

书目提要的体裁使钱氏有足够的篇幅进行评论，因此较之 《清代文学纲要》和 《〈古文辞类纂〉

解题及读法》，论述更为细致。其中评论之语，有辨析异同者，如论刘大櫆与方苞之区别云：

大抵方苞取义理于程朱，取体段于史公。而大櫆取诙诡于 《庄子》，取音节于韩愈。

大櫆之气矜肆，而方苞之文醇茂。然大櫆虽好为诙诡，而学庄学韩，模拟之迹太似；转

不如方苞之放笔灏落，脱尽畦径！［３］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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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数语，将方苞、刘大櫆之师承取法与各自特色皆说得明白透彻，可见钱基博的功力。再

如他辨析以恽敬为代表的阳湖派文风与姚鼐、曾国藩等人之不同云：

阳湖古文以恽敬、张惠言为开山，而出于桐城……姚鼐如敛而促，意余于词而不欲

尽，敬则特悍以矜，气溢于篇，而不敢尽。曾国藩用扬、马 （司马相如、扬雄）① 以救

桐城之希淡，而瑰丽间出；其弊也杂！敬则学马、班 （司马迁、班固）以药桐城之芜

近，而遒变时臻；其弊也矜！其辞净而无滓，斯敬之所以同于桐城，而与曾国藩为异。

其气厉而为雄，斯敬之所以异于桐城，而与曾国藩为同。［３］８７３

他不仅对比不同作者的文章异同，对同一作者的不同文体创作亦多有讨论，如论姚鼐文章与

诗歌的区别云：

大抵姚氏之文，由归学欧；而诗则由韩学杜。姚氏之文，纡徐为妍；而诗则卓荦为

桀。姚氏之文，长于掉虚，短于用实，气有余韵，文无遒力；而诗则体骨坚苍，衔华佩

实，力破余地；此其较也。要其归皆出宋贤江西；特文为庐陵之不尽，而诗不惮为西江

之尽耳！［３］８０３

钱基博认为姚鼐文章由归有光入而学欧阳修，诗则由韩愈入而学杜甫，文章骨力不如诗歌，

但有纡徐之妙。“辨析文章的源流正变和各家异同得失”本就是他诗文研究的专长，这在 《读清

人集别录》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这些辨析都是细致的文本批评，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中国传统诗

话及评点的色彩。读者在这些扼要的辨析中，既能对各家优劣了然于心，也能触类旁通，领会到

不同风格之流变。

《读清人集别录》就是以书目提要的体裁，融汇辨析流别之批评，这种以诗文集为单位对诸名

家集进行深刻探讨的文学评论方式，正是钱基博所提倡的 “集部之学”。可惜 《读清人集别录》仅

收寥寥二十余种别集，所讨论亦仅局限于桐城派，尚未能见出钱基博对清代诗文更宏阔的见解。

总体而言，钱基博清代诗文研究呈现出这样一种特色，即研究方式上的古典风格与研究理念

上的现代趋向相结合。之所以说他在研究方式上是古典风格，是因为他始终以目录学上的 “辨章学

术，考镜源流”为研究旨趣，始终立足于精细的文本阅读以辨析流别，同时在研究方式、对象的选

择上皆有浓厚的个人趣味。但是钱基博在研究中有着对清代文学史的建构与探索，可见他的学术探

索亦有从 “集部之学”向 “文学史”转型的一面，这不得不说是他在研究理念上的现代趋向。

三、钱钟书的清代诗文研究

钱基博在 《读清人集别录》的序言中说：“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钱

钟书对清代诗文确实非常熟悉，《槐聚诗存》序中他自述云：

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 “古文”而外，有 《唐诗三百首》，心焉好

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１２］

钱钟书在初学诗歌时，便已经开始泛览清代名家诗集，后来他又与陈衍往来，对近代诗家多

有涉猎。与钱基博侧重文章不同，钱钟书的学术兴趣始终集中在诗歌上，他对清代诗文的研究，

也更集中于清诗而非清文。

钱基博学问的根柢是传统的目录校雠与集部之学，虽然也撰写文学史著作，体现出向现代学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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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应为扬雄、司马相如。



术体系靠拢的趋势，但依然是 “新瓶装旧酒”，底子还是一种古典的学问。钱钟书早年随伯父及

父亲读书，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后来又留学海外，接受了系统的西学教育，其学术理念中西

交融、新旧杂糅的特点体现得比其父更为鲜明。当然，钱基博自豪地宣称： “儿子钟书能承余

学”，表明父子二人的学问仍然有一脉相承之处，那就是 “集部之学”。钱钟书一生的学术兴趣皆

在辞章之学与文学批评上，这与早年所接受的 “集部之学”的培养有很大关系。钱钟书并未著有

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他对文学和文学史的看法，多见于１９３３年发表的 《中国文学小史序

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区别云：

尝有拘墟之见，以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体制悬殊。一作者也，文学史载记其承邅

（Ｇｅｎｅｔｉｃ）之显迹，以著位置之重轻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文学批评阐扬其创辟之

特长，以著艺术之优劣 （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ｗｏｒｔｈ）。一主事实而一重鉴赏也。相辅而行，各有本

位。重轻优劣之间，不相比例。［１３］

钱钟书的兴趣确实更近于 “阐扬其创辟之特长，以著艺术之优劣”的文学批评，而这种文学

批评最好的代表，要推他作于１９３９年的 《谈艺录》一书。《谈艺录》以传统诗话之体裁，而包含

了许多中西比较的命题，被誉为 “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和传统诗话的终结”［１４］。其中所论多集

中于宋诗和清诗，可见钱钟书的趣尚所在。

《谈艺录》专门论及的清代作者有王士祯、朱彝尊、赵翼、袁枚、蒋士铨、桐城诗派、钱载、

龚自珍等，除龚自珍较晚外，余并集中于乾嘉时期及以前。其论述的大脉络，是清代诗学宗唐与

宗宋的不同趋向；在这个脉络之下，又有对各家诗学得失的细致分析；对清代诗学的一些重要命

题，如 “神韵”之涵义，钱钟书亦分辟专节讨论。

蒋寅 《钱钟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一文对 《谈艺录》中的清代诗文评论多有分析，认为钱钟

书的清代诗学批评很大程度上都是在 “勾勒宋诗风的源流”，而其分析则 “以修辞为旨归，所长

在于能以丰富的诗例发抉前人诗心之同异”［１５］。 《钱钟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中举出很多钱钟书

论清诗而精当的例子，如论蒋士铨诗风的转变、论钱载诗与清代学人之诗的特点、论桐城诗派与

清代宋诗风等等。钱钟书的评论既富个人趣味，又有超越个人趣味的敏锐洞察力，展现出他对清

代诗史的深刻理解。

在 《钱钟书清代诗学评论刍议》一文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谈艺录》关于清代诗文的研究还

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注重具体诗人师法与影响的分析，由此将个体的诗人嵌入诗史流变之中。比如第三○则

论朱彝尊的诗歌学习明代 “前后七子”，进而论及清初诗人多学 “七子”之现象。钱钟书认为朱

彝尊学问弘博，取径不仅限于唐，因此又开后来学人之诗的先河［１６］２７２－２７３。对照第四二则论姚鼐推

重 “明七子”诗，以及后文论清代学人之诗处，可以看出以 “明七子”为代表的宗唐诗风和清代

宗宋之风在有清一代的互相交融与影响。

二是论诗史现象立足文本，不为成说所囿。比如第四○则论袁枚、赵翼、蒋士铨的交谊，钱

钟书认为，根据诗风来判断的话，袁枚、赵翼不应当与蒋士铨齐名，而应该是与张问陶并称。他

又举出很多作品为例，证明袁、蒋、赵三家之说，其实仅是袁枚一人之说，赵翼附和，而蒋士铨

则从未有此提法，进而论及三家诗学之异趣，阐明乾嘉诗坛上袁、蒋、赵三大家各自的面

貌［１６］３５１－３５４。这对理解当时诗坛状况和各家诗学旨趣，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

三是对具体诗人的分析细致入微，展现出极佳的文学领悟力和文字表达力。这是钱钟书最擅

长处。《谈艺录》中论李贺诗部分之精妙，常令人叹为观止。在清诗部分，钱钟书论赵翼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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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太露，机调过快，如新狼毫写女儿肤，脂车轮走冻石坂”［１６］３４１；论龚自珍诗用 “怒”字精彩百

倍［１６］３４４；论钱载诗句法音律多变，“有志拓诗界”，“惜仅在词句上用工夫，兴象意境，未能力破

余地，亦才之所限也”［１６］４９１。凡此均能剖析入微，新人耳目，显示出钱钟书深厚的文本细读能力。

钱钟书在 《谈艺录》中能以通贯的视野做个体研究，论清诗而眼中时时有前代诗学问题在，

其体裁虽然是传统的诗话体式，但是却有文学史研究与中西比较的意味蕴含其中。如果说钱基博

的研究风格是 “新瓶装旧酒”的话，那钱钟书就是 “旧瓶装新酒”了。

《谈艺录》虽论及清代诗学中很多重要的现象，但因为精练的要求与篇幅的限制，钱钟书对很

多清人诗文的阅读心得并未体现其中，若要更全面地考察他对清人诗文的阅读与评骘，还当求之于

他尚未整理的笔记。他的笔记与钱基博的 《读清人集别录》更为相似，更接近于他阅读的原貌。

钱钟书在求学牛津期间开始做读书笔记。《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收录了大量钱钟书阅

读清人著述后所写的笔记，其笔记体例类似于书目提要。钱钟书每阅一书后即写下自己的评论，

并摘录相关诗文。若将其评论之语析出，便是非常丰富的清诗批评材料。谨从 《钱钟书手稿集·

中文笔记》第一、二册中摘录数则，以见其概。

论钱澄之云：

阅 《田间诗集》二十八卷毕。任塾序谓饮光生平诗不下万首，有 《过江集》 《生还

集》皆入 《藏山阁集》中云云。此仅辛卯以后所作，曰 《江上集》《客隐集》，据文集卷

十五自序，则删去甚多，已非真面矣。他日当求 《藏山阁集》读之。观文集中论杜说诗

诸作，足征饮光虽尊杜，而异于七子之挦撦词句，模拟声调，尤致意于近体，故集中七

律最多，五律次之，五七古偶见，绝句极尠。七律为佳，次五古，复次五律，复次七

古，气苍骨健，词达意真，不掉虚，不涂泽，五古似陶公，近体高者似杜，朴淡之作似

香山放翁，阔率之作 （适成饮光之诗）。亭林、渔洋、梅村、竹垞以至翁山、悔翁、茶

村辈，皆不及其能见本色，具实力。而世人无道及者，仅归愚别裁稍能真赏，盖篇什太

多，《客隐集》更芜杂颓唐牵率酬应，且入都作贵人清客，骨亦渐卑，只见其序姚经三

诗所谓 “诗以取适”，不见其评牧斋及诗说所谓 “苦吟”矣。他日当精选数十首，庶几

精彩全出，不致声名寂寞尔……［１７］６８

论傅山云：

阅 《霜红龛全集》毕。……青主之诗，中竟陵之病而变症加厉者也。以幽深孤峭为

宗旨，而以卤莽灭裂为手段，遂至险涩怪谬、聱牙刺眼。（余尝见戴枫仲 《晋四家诗序》

云：“支离神胜而不得其解，先生非诗人也。”可见当时已苦其晦闷矣。）调参以佛经、

偈语及寒山、拾得体，连犿板哑，字奇而无理，韵僻而失拈。盖钟、谭胆小腹枵，青主

治小学，广览子书、内典，益无忌惮。五古、五律、七绝偶有幽光逸趣奇思，文拖沓拈

弄，不免俚俗，议论时有可采。［１７］９１

论屠倬云：

《是程堂集》十四卷 《二集》四卷毕。孟昭与郭频迦、查梅史交好齐名，诗格亦出

入二子间，而尤近频迦，梅史较致贴雕绘。频迦松爽清峭，每以白描胜，盖得力杨诚斋

者 （参观 《且住楼日乘》四月十二日）。孟昭于诚斋有同嗜，七言近体遂与频迦同调，

而逊其轻灵妥帖。古诗视频迦为雄厚，颇学东坡，而新意不如。乾嘉时解学诚斋者又得

一人，可补 《谈艺录》。［１７］７９

论翁方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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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复初斋集外诗》二十四卷 《集外文》四卷毕。余向读 《复初斋诗文集》，极薄

其为笨伯学究，今复寻绎。欲为幽光密理，而乏真情意、真气骨，全仗工夫撑持，故其

议论纠绕而不透，描摹细切而不生动，笔致铺叠，了无振警，于堆垛化为烟云之旨，概

乎未闻。五七古、七绝写风景之作较可讽耳。覃谿自渔洋入手，终身不背，熟处难忘，

后来复参东坡、道园，至若少陵、昌黎、山谷，虽诵说不已，初无入处。又专以格律法

脉求古人之诗，亦才分拘苛，不能心印神会，一笑目成也。东坡大才，渔洋乏真才情，

却非钝根，覃谿则得力于二人之多隶事耳。［１７］２９８

《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共二十册，其中著录清人诗文集非常丰富，不乏钱钟书原先已

看过而又温习的别集，可想见其阅读之浩博。他 “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

倍”［１７］１，钱基博所谓：“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

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３］７７３，钱氏父子日记均不存于世，以钱钟书之笔记观之，

或可略窥一二。

钱钟书关于清人诗文的诸多笔记，都可视为钱钟书读此诗文集后所做的即时批评，但有些也可以

视为多次阅读后的反刍，不少还能与 《谈艺录》中所论互相对照，如他在读 《船山诗选》后记云：

余尝谓乾嘉三家，当以船山配袁、赵，清容尚讲矩矱而笨重，不同三子之口角聪明

也。《船山遗稿》余曾细读，详见起居注四。其诗五七古尚有作意，佻滑同于袁、赵，

而灵活巧妙逊之，近体语奇而韵，较二家稍为蕴藉，自是合作，且时有见道之语……论

诗宗旨，尤与袁氏一鼻孔出气也。［１８］１４６

这里论张问陶与袁枚、赵翼风格之同异，可以补充 《谈艺录》中论袁、蒋、赵三家处之观

点。钱钟书读 《忠雅堂文集》论蒋士铨与袁枚、赵翼不同以及蒋士铨诗风，亦与 《谈艺录》基本

相同，可相映发［１８］１９９－２０４。

再如程恩泽作为晚清宋诗风潮中的重要人物，《谈艺录》中却未有专门论述。钱钟书读 《程

侍郎遗集》后，在笔记中记云：

……重春海为凌次仲，阮伯元弟子，博观强诵，于乾嘉朴学本为专门。有清一代以

学入诗者翁苏斋，而化学为诗，自然流露奥衍沉博之观，而不屑屑如苏斋之以韵语为考

订者，要以春海为第一人。凌仲子乃苏斋弟子，春海于苏斋盖为再传，学人之诗，渊原

固有自来。梅伯言乃桐城诗派，出入山谷、后山间，春海与之游，同光宋体线索亦尚可

求也。其赋与骈文皆雅而不丽，古而实涩，好用奇字古文，亦学人之蔽。其散文亦节约

错落，颇碎而促，无舒卷顿挫。祭文皆累累千言，尚动宕可诵，祭宋芷湾、吴兰雪二

首，尤资谈艺之助。祭吴文有云：“杜韩难真，汉魏易假。”乃甘苦心知语，学人作诗知

歧向于韩，如无家而得舍，探骊而得珠，此春海之所□①发也。［１８］１２８

“春海”即程恩泽之字，程恩泽为同光宋体之先声，钱钟书在这则笔记中指出程恩泽与乾嘉

时期学人之诗、桐城诗派两股脉络的联系：程恩泽为凌廷堪所重，而凌廷堪本就是朴学家，又是

翁方纲的弟子，这是学人之诗的脉络；梅曾亮为桐城派后劲，诗学黄庭坚、陈师道，他与程恩泽

交好，这是桐城诗派的脉络。两脉合二为一，便开启同光体之风格，而程恩泽则是其中关键的一

环。晚清宋诗派强调由黄庭坚、韩愈入杜甫，程恩泽所学正是此路。他对杜甫、韩愈皆有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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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末句初作 “此春海之所独至也”，后涂改 “独至”为 “□发”，“发”上一字模糊不能辨。参见钱钟书：《钱
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２册，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８页。



钱钟书摘其祭吴嵩梁文中之语，称程恩泽于杜甫、韩愈作品领会深切，正指出了此点。

钱钟书对清代诗文的深刻理解，正是在这样的步步积累之中得出的。他的笔记是 “采铜于

山”，待积累成熟后，再加以提炼，便成为 《谈艺录》这样的名作。钱钟书在研究清代诗文时，

阅读量既广博，领悟力又敏锐，在 “集部之学”的修养中包含了文学史梳理的手段。当然，他的

研究中也有浓厚的个人趣味。他读过的诗文集，在今人看来，很多并非出自名家，在文学史上未

必有其位置。不过，他的文学批评本以欣赏领会为主，因此常能发现遗落于文学史之外的幽花异

草，这是在文学史框架中亦步亦趋者难以做到的。

四、结语

钱基博对清代诗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章，对桐城派之流变尤有发明，钱钟书对清代诗文的

阅读更博于乃父，其好尚在诗歌，亦与其父异趣。但他们细致的文本批评与较为传统的研究方

式，均出于 “集部之学”的陶养。清代本处于中国文学史之末端，无论是以 “一代有一代文学”

之进化史观还是以发掘白话文学为主的平民史观视之，清代诗文都并非重要的研究对象。二十世

纪以来，深受两种史观影响，以勾勒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为目的的中国文学史，往往对清代诗文颇

为忽视。但清代为中国古典诗文之结穴，唐音宋调，骈俪散行，各擅其场，欲深入了解集部诗文

的流变，不得不在清代诗文上下一番功夫。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之所以能在清代诗文领域深造有

得，便是受到他们所提倡的 “集部之学”的影响。盖 “集部之学”以诗文集为单位，以辨析异

同、考订源流为职志，其目的在于辨析文艺之优劣，其中心在于诗与文章，并不受进化史观与平

民史观的影响。钱氏父子对清代诗文的研究，侧重于艺术分析，而绝少论及时代背景，多属于文

学的内部研究而非外部研究，皆为 “集部之学”的体现。

钱基博学问方式虽传统，但在思想上却并不排斥新学，他又在中学、大学长期教授中国文学

史课程，面对新兴的文学史体裁，他也积极运用，力图将 “集部之学”与 “文学史”相结合，但

“集部之学”与 “文学史”之间还是有较多扞格，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 《中国文学史》

之饱受非议，便可见其一斑。钱钟书受现代学术影响较深，其 “集部之学”的手段多与文学批评

的理念相结合，对清代诗文的研究较其父更为博大精深，但他并无意于建立过于严整的系统，又

较少撰写文学史的实绩①。其阅读包含个人趣味，其论诗著作多为传统札记体裁，均与现代文学

史的体例相去甚远，因此，他的成绩也常常被低估。钱氏父子的清代诗文研究所代表的乃是传统

“集部之学”的余响，其中呈现出的传统文学研究理念与新兴研究范式之间的互动，是现代学术

转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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